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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高原，原名高葆琦，河北省

永清县人，1915年5月出生。我的爷爷是

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学成归来后无论是

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还是自己开诊所，

都给了父亲一个崇尚科学文化、平等幸福

的家庭，培养了父亲疾恶如仇的热血男儿

性格。他自小看不惯老家封建思想对妇女

的歧视，在严厉的祖父母眼皮底下，为母

亲留了一碗白面面条。他不能容忍美国大

兵的吉普车在街上横冲直撞，驾着自家的

老爷车与其一争高下。高中毕业，他报名

参加中国空军，幻想着驾驶战机与日本鬼

子拼个你死我活。

1933年，父亲进入清华大学土木系，

求学的四年里（1933—1937），不仅学到

了科学知识，还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启蒙

教育。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我党地下党

员蒋南翔、李昌、曹言行（曹桂馥）等同

志都是他的良师。1935年12月9日，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数千名大中学生

在寒风中走上街头，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

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我的父亲高原
○高永云

高
原
学
长

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在清华大学的学生

队伍里也有我父亲高葆琦的身影。他与同

学们向广大民众揭露侵华日寇烧杀抢掠

的暴行，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起反

抗日本侵略者，拯救危难的祖国。军警

的棍棒、高压水龙没能驱散游行队伍，

汉奸特务的盯梢和抓捕也吓不退爱国学

子，反而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爱国之情。

七天之后，他们再次走上街头，举行了

“一二·一六”抗日宣传游行。

两次示威游行后，被唤醒的人们以工

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全民抵制

日货等各种方式声援北平学生，积极参加

抗日救亡运动。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在中共

地下党的领导下，更加深入全面地开展抗

日救亡宣传活动。我的父亲以学生会负责

人的身份，带领钱伟长、伍崇让、吴瀚等

21名同学组成的民先自行车队，沿津浦铁

路南下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

一路上，他们深入农村、乡镇、厂

矿，向更多的劳苦大众宣讲抗日救国的

道理。1936年初，他们到达了南京，在南

京街头、国民政府门前，向南京市民讲解

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不战必亡的危机形

势，介绍殖民地人民及亡国奴的悲惨生

活，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发

动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救国。

他们的一腔热情和正义主张得到的是

政府的漠视和训斥。当他与同学们被军警

押解着返回学校的时候，父亲终于看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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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妥

协、对内反共的丑恶嘴脸，也是第一次体

会到了人民大众的力量。回到学校后，他

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共地下党的外

围组织）。1937年寒假，父亲再次带领民

先队40余名同学赴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参

加薄一波同志亲自授课的牺盟会干训班学

习。学习结束后，他成为牺盟会会员。

“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运

动的高潮，也改变了一批爱国志士的命

运。在纪念“一二 ·九”运动七十周年

的座谈会上，父亲说：“七十年前，我

只是一个拥有爱国热情的学生，是领导

‘一二·九’运动的先烈们带着我们走上

了革命的道路。从那时起，我把跟着共产

党参加抗日斗争，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作

为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

1937年6月，父亲在清华大学土木工

程系毕业了，随后悄然离开了温暖的家，

带着爷爷的旧大衣，按照地下党员的指

引，沿着太行山，从山西武乡走进了八路

军的抗日根据地，毅然参加了

八路军。不久，我的爷爷也在

父亲“不当亡国奴，不给日本

人做事”的思想影响下，毅然关

闭了诊所，举家搬离了日本侵

略者占领的北平城。

我小时候，父亲经常用自

行车推着我走进他的母校清华

园，他如数家珍一般地告诉

我，这是教学楼，那边是宿

舍，还有踢足球的大操场。他

还常常提起投笔从戎、抗日救

国和出国深造科技兴国的清华

同学。

父亲参军后改名高原，

留在左权参谋长身边工作，这段时间他进

步很快，1938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抗日战争愈加残酷，仅靠大刀长

矛和缴获敌人的枪支弹药已经不能满足战

场的需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总

部于3月底成立了军工部，建起兵工厂，

开创了自己的军工事业。

柳沟铁厂是军工部收购组建的第一家

兵工厂，该厂前身是几家私营小厂集资合

股开办的土法炼铁厂。由于经营不善，开

工仅半年就入不敷出濒临倒闭。4月1日，

军工部派我父亲与股东们谈判，晓以大

义、施以实利，顺利接管了工厂，改名柳

沟铁厂，父亲出任厂长。父亲和他的工

友，还有海外归来的学子们白手起家共同

创业。他们对仅有的一台破旧炼铁炉进行

了彻底改造和整修，制作了简单的生产工

具和小车床。铁炉终于燃起熊熊炉火，每

月可生产22500公斤生铁，平均每天生产

数千颗手榴弹、上千枚爆发管，以及拉管

和雷管等。

1936 年 11 月，清华大学师生为绥远抗日前线将士缝制棉

衣完工后在大食堂门前合影。1 高葆琦（高原）、2 李立睿、

3吴瀚、4傅梅芳、5高秉洁、6沈如瑜、7沈海清、8林传鼎、

9赵儒洵（赵石）、10 邱永权（李伟学长之女李慧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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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生产的前提下，他们组织技术

力量，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改造研发新

式爆破武器。如：改进了生产黑炸药的配

方比例和制作方法；用雄黄氯酸钾制作的

手榴弹拉火索引药代替了传统的磷制火

柴头，提高了手榴弹的爆炸率；把圆柱形

手榴弹改为椭圆形，并将表面铸上凹凸方

格，以增加爆炸碎片，提高杀伤力。百团

大战以后，遵照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示，

增加了五零型炮弹的弹坯铸造，之后又陆

续生产了八二迫击炮弹和更大口径炮弹的

弹坯，之后黄岩洞厂灌注弹药，做成炮

弹。炮弹的试制成功极大增强了我军的战

斗力。

生产正常化后，柳沟铁厂按照军工部

制定的统一规格和标准规范了自家产品。

而后派出干部和技术工人到太行各分区帮

助组建小工厂，推广生产统一规格的手榴

弹及其他武器弹药。同时到区县武装部向

民兵传授爆破知识，指导制作地雷方法，

开展“人人会做雷，家家有地雷”的爆破

运动。

在那个工业落后、以手工操作为主的

年代，工厂扩大，工人也必然增多。工厂

采用军事化管理，工人、干部一视同仁，

定工定岗，超额有奖，多劳多得，同时设

立技术津贴补助，鼓励职工钻研技术发

明创造。由于赏罚分明，管理得当，职工

们心情舒畅，干劲倍增，经常自觉自愿地

加班加点，超额完成各项生产任务。职工

家属以及柳沟的乡亲们也把自家的命运与

工厂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但督促亲

人努力工作，更把支持和保护工厂作为己

任。在完成农业生产之余，他们到小煤窑

挖煤，走街串户收集废铜烂铁为工厂提供

燃料和原料。每当日寇来扫荡，便会有人

通风报信，全村出动，乡亲们牵着自家的

毛驴，推着小车，协助工厂职工把拆卸的

机械设备、原料成品等运进深山隐藏。扫

荡过后，又运回工厂。就连老人孩子也会

主动站到村口或山顶望风放哨。即便在抗

日战争最艰苦困难的时期，工友和乡亲们

也是同甘苦共患难，从没有出现过汉奸和

叛徒。

有乡亲的呵护，有全厂职工的努力，

柳沟铁厂迅速壮大，成为军工部的支柱产

业，不但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生产任

务，还培养了一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工

人，为新中国的军工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抗日战争后期，根据形势变化，柳沟

铁厂一分为三，分别迁往他地设厂。工厂

规模缩小了，但更专业化，也更便于发展。

1945年8月，父亲调到长治市负责筹

建刘伯承兵工厂。之后又奉调太行行署，

任公路局局长、华北交通部工程处长，负

责修建长治到邯郸前线的公路。他的团队

用原始落后的设备，成功建造了当时最大

的浊漳河公路桥，修复了从邯郸到北京的

公路和石家庄到北京的铁路，为解放战

争和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北京作出了很大

贡献。

20 世纪 70 年代，高原（中）和同级好友曹

言行（曹桂馥、土木，左）、彭平（裴昆山、地

学，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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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我曾经到山西柳沟探访

他工作过的地方。柳沟的老人们还记得父

亲和他的故事。他们说父亲是个很能干的

厂长，那时工厂红火得很。他经常在夜晚

带人去扒日寇占领区的铁轨充当炼铁原

料，也敢在鬼子刚撤离的战场上收集枪支

弹壳，作为研制新产品的样本。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历任中央交通

部航务工程总局副局长、水运设计院院

长、京杭运河建设工程局长，参加指导了

南京浦口码头、厦门集美海堤工程、海南

岛秀英码头、湛江港、松辽运河、京杭运

河等诸多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修

复及施工建设。

1959年夏，父亲调到中国科学院，任

长春机械所所长，期间完成了机械所与光

机所合并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

所的工作。1963年父亲调回北京，任中国

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主任。为了使科研成

果尽快转化为国防工业新技术，1965年父

亲又兼任刚成立的新技术学部副主任，与

众多著名科学家并肩工作，

出色地完成了全国科学规划

的制定，组织“两弹一星”

基础理论研究机构及分项试

验等工作。

十年动乱中，父亲深受

迫害，但他忠实于党和人民

的信念始终不变。平反后，

父亲暂时被安排在物理所

担任副所长。对此他只是

说：“只要让我继续工作，

我就知足。”

俗称“人造小太阳”的

托卡马克装置，或称等离子

体受控热核反应堆是一个

庞大的系统工程。我国从事此项研究的开

拓者之一陈春先先生在国外研学时了解到

西方已经有几个国家建造了这个装置，并

开始研究受控热核反应。回国后，他立即

把这件事报告了时任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的

父亲，并提出我国也应该立刻开展这种新

型能源的研究。他的想法和建议取得了父

亲的完全认可和支持，很快父亲便与同学

也是邻居的钱三强先生沟通，俩人一拍即

合。后经中科院党组批准，由钱三强同志

主持开展此项研究工作，物理所负责具体

实施。

物理所首先建起了托卡马克模拟装置

的研究室，以便陈春先团队尽快开展研究

工作，同时筹建更大的研究单位，当时取

名为“受控站”。我父亲立刻组织有关人

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技术经济论证，

确定“受控站”建在安徽省合肥市。随后

父亲带领潘友信、崔长吉等同志多次前往

合肥，与当地同志协调，为“受控站”选

址、建站，购买、安装和调试设备，并调

1995 年清华九级土木系在京学友聚会留影。左起：张志信、

姚汉源、李远义夫人、高原夫人李汉唐、黄震东、高原、罗道坦、

贾承文、李为 、王世威、李远义、苑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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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同时为他

们解决户口、住房、交通、家属安置等生

活问题。他们周到细致的工作，极大地调

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短短的三年时间

就完成了“受控站”的基本建设，开始了

全面深入的研究工作。此后，父亲继续提

出“受控站”应与全国有关科研院校和工

厂紧密合作，并同时选派留学生，培养科

研技术骨干。

经过几代科研人员的开拓性研究和实

验，目前“受控站”发展扩大为“中国科

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正在建设紧

凑型聚变能试验装置（BEST），该装置

将在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基础上首次演示

聚变能发电，预计2027年建成BEST，最

迟2030年看到核聚变点亮的第一盏灯。受

控热核反应装置在长三角经济建设中将起

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父亲在中科院工作期间，支持并开发

组建了多项前沿科研项目，选拔培养了大

量科研干部和专业人才，发挥了科技管理

干部的作用。

1972年父亲调回交通部，任交通部科

学技术委员会负责人。1979年11月任交通

部科学技术局局长。在这期间，他参与了

交通科学院、天津水运科学研究所、中国

航海学会、上海打捞工程院的组建工作，

并担任交通科学院院长和航海学会副理事

长。同时参加了上海打捞局打捞阿波丸号

沉船等工作。

1982年12月父亲离休了，离休后他曾

担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顾问等职

务，继续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特别是交通事

业的发展献计献策。父亲曾在1996年11期
《综合运输》月刊上发表了《再论改善长

江口航道水深，建设上海深水大港的设

想》，这个设想是父亲多年对当地航道资

料的研究和实地考察后提出的。1997年父

亲在参加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座谈会

上，提出了用中国自己的电池开发电动汽

车和轻型摩托车的建议。这项建议来自父

亲参观瑞典镍铁电池启动汽车的科研项

目。如今，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已经遍布

全国、走向世界，父亲知道了必然会感到

欣慰。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父亲的一生

体现了一位清华学子、一名老共产党员对

祖国的热爱，对事业的不懈追求。

父亲于2007年4月因病在北京去世，

享年92岁。他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怀念

父亲的文章也在我心里写了十余年，在父

亲的母校《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同志的

关照下，我终于鼓起勇气，让《我的父亲

高原》一文面世了。          
2025年5月6日

烽火狼烟，倭寇猖狂，赤县危
亡。痛江山破壁，书台擎鼎；奔波
呼号，铁血文章。唤起民心，一同
对外，雄壮先锋赤帜扬。冬雷震，
举“一二·九”炬，灼破玄黄。

    
休言南渡仓惶，弦歌起，黉门

即战场。念联辉八载，星河璀璨；
讲帷千日，赤子戎装。茅舍成梁，
千秋耻雪，教育长征砺锐芒。今昂
首，锻神兵天剑，圆梦恒昌！

沁园春·抗战胜利八秩志
○胡显章（1963 届精仪）


